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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中小学汉语学习者的跨语言可供性研究
———以“是”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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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国 厦门 361102;厦门高殿中心小学，中国 厦门 361009)
摘 要:尼泊尔当地的汉语教学难以发掘学习者自身已有语言对汉语学习的可供性，仅笼统
地归之为“偏误”。本文以“是”在尼泊尔中小学汉语学习中的可供性研究为例，探讨多语背景下
学习者已掌握的语言知识与目的语汉语知识间的异同，以及这种异同对汉语学习所提供的可供性
价值，也即学习者的 L1( 尼泊尔语) 及 L2( 英语) 对 L3( 汉语) 学习的可供性。通过对已掌握语言的
可供性研究，本文不仅进一步将“可供性理论”推进至具体的语言教学，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
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继而提高其语言自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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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尼泊尔中小学汉语教学情况
( 一) 尼泊尔中小学汉语教学研究
尼泊尔早期只有特里布文大学国际外语学院教授汉语，但在“汉语热”的推动下，中小学汉语
教学也得以快速发展。从 2005 年中国汉办开始向尼泊尔派遣汉语志愿者至今，学校数量增加至
72所( 赵勋、张玲艳，2013;张玲艳，2014) 。2005年至 2013 年间，志愿者老师的数量从 25 位增加
到 81位，同时中小学汉语学习者的数量也从 8010 名增加到 21724 名。其中，2009 年有 64 名中小
学生参加了 YCT 考试，之后参加该考试的学生数量逐年递增，到 2015 年已达到 1700 余人( 赵勋，
2013;窦子健，2015) 。虽然尼泊尔的汉语教学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汉语教学质量还差强人意。李
加方( 2015) 指出，尼泊尔中小学生汉语教学的“量”变化很大，但“质”还是没太大的变化。此外，课
堂设备、教学方法、教材方面的不足;师资缺乏;学习者学习兴趣缺乏等均为学者们广泛讨论。具体
包括:缺乏汉语使用环境、当地文化与教师的文化不同、教学设备与教师教学技巧的缺乏、教材不符
合学习者的要求、学习者对学习汉语缺乏兴趣，学习者的原有语言知识对学习目的语的影响以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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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接收的汉语输入量不够等。
基于尼泊尔中小学汉语教学方面的资源较为贫乏的现状，一部分中国公派教师或志愿者教师
做出了相应努力，总结了一些教学经验并形成文章，但中小学汉语教学方面仍存在大片空白。已有
的文章多从教师的视角出发，探讨问题进而提出建议，忽略了学习者的视角。或者主要针对师资、
教材、教学环境、课堂设备、学校规则、国家政治、学习者态度等。在此，本文对前人所研究进行了宏
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梳理:宏观的教学问题是针对政策、宗教信仰、多语社会环境与语言使用区域
等;微观教学问题则针对教室环境、教室设备、教材、语言输入、个人性格、语音、语法、写作( 写字) 、
跨语言影响(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CLI) 、学校及家长的支持等。
值得注意的是，课堂是汉语学习的关键要素，课堂环境中教师、学习者、课堂的物理环境 ( 教
室) 、教材之间的互动实质上使外语教学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在这个富于复杂动态性的
课堂中，一门新语言的学习将形成课堂语言生态系统，而学习者的多语知识背景将发挥举足轻重的
作用 ( Cenoz ，2001，2003; Cenoz，Hufeusen＆Jessner，2001，2003; Dijkstra，2003; De Angelis，
2007; Dewaele，2007) 。然而，如何利用尼泊尔的多语环境来实现跨语言知识对汉语学习的帮扶作
用却鲜有人涉及。
( 二) 尼泊尔中小学生在校内表现的语言知识
尼泊尔语是尼泊尔中小学学生的第一语言( L1) ，学生因为接触频繁而多在家庭及社区中习
得。英语是学生的第二语言( L2) ，学生通过学校，媒体及电影等学习所得。尼泊尔学生一般两三
岁就进入幼儿园，并开始接触英语。那些进入开设了汉语课程学校的尼泊尔学生一般在 6－8 年级
( 11－14岁) 接触汉语( L3) ，此时学习者已经掌握尼语，并正进行中级英语的学习，是一种三语并进
的三角模式。尼语( 包括其他 L1) 作为三角形的基础占了最大比重，英语则处于三角的中腰，汉语
由于刚开始起步居于比例最小的角( 参见图一) 。
图一 尼泊尔中小学生的语言知识
此外，尼泊尔学习者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媒体也会接触到印度语，但由于学生的印度语水平很
低，甚至难以涉及到语法，加之学校也不允许学生在校内使用印度语，即使在校外最多也只是听，很
少使用，所以印度语对汉语学习的可供性几乎为零，本文不作考虑。实际上，学生在课堂上的主要
语言为尼语、英语和汉语，三者间的异同差异感最为明显。因此，本文试图解释尼泊尔中小学生学
习汉语( L3) 过程中可以借助 L1及 L2的可供性理解。
二、尼泊尔汉语教学的所谓“偏误”
沈娟《尼泊尔中小学生汉语语音偏误分析及教学策略》( 2012) ; 李欢《尼泊尔初中生语音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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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及教学方案探索———以尼泊尔中小学汉语语音教学为例》( 2013) ;何晓娟《尼泊尔汉语语音习
得偏误分析及矫正研究》( 2015) ;窦子建《尼泊尔初级汉语教学实践报告》( 2015) ;张宝《汉尼语音
对比基础上的初级汉语语音教学研究》( 2016) 以及苏诺君在《尼泊尔学生汉语学习中的韵母偏误
分析及对策》( 2016) 均提到学习者的母语及原有语言知识( Prior Language Knowledge) 将对掌握汉
语声、韵、调产生影响，并总结了相关偏误，强调了汉语教学中遇到的跨语言影响( CLI) 。刘璇在
《初级汉语综合课教学重点及策略———以尼泊尔 Kanya 女子学院为例》( 2012) 同样提出汉语教学
中语音偏误，语法偏误，汉字阅读与书写偏误，并为能有效掌握语音、词汇和语法规则，提出了不同
的教学法。屈哲《尼泊尔中小学生汉字习得偏误及教学策———以帕坦 Gyanodoya school 学校学生
为例》( 2014) 提到尼泊尔中小学生的汉字学中出现的偏误。对尼泊尔的汉语学习者来说，他们之
前接触的字没有“形、音、义”三位一体的概念且没有严肃的书写规范，所以汉字的书写常常出现字
形偏误。孙晓飞《尼泊尔加德满都地区中小学汉语教学情况调查报告》( 2014) 指出虽然大部分学
习者认为汉字是学习汉语的“拦路虎”，但是将对进一步的汉语学习有很大的帮助。崔超在《尼泊
尔成人学习者汉语同义词习得偏误分析———以尼泊尔孔子课堂成人班学习者为例》( 2013) 认为年
龄小的汉语习得者表现欲望较强，课堂接受能力较强，与教师互动频率高，高年级的学习者虽然了
解到的汉语知识和文化相对较多，可是受母语和英语的负迁移影响较严重。
大马在《尼泊尔学生初级阶段习得动词性“是”字句偏误分析》( 2015) 对 100 名初级汉语学习
者的“是”字句进行偏误问卷调查，结果发现错序偏误所占的比例最大，这说明学习者掌握目的语
语法时多受原有语言知识的影响。
尼泊尔中小学汉语教学的一个难题是学习者易受先前所学语言影响( 前语言的迁移) 。根据
Odlin( 1989: 27) ，“迁移是目的语与任何以前所学( 也许学得不十分到位) 语言间的异同互为影响
产生的结果。”不过多语的影响不只是表现为正迁移和负迁移，也表现为先前所学语言的干扰、回
避、过度的使用、借用及二语相关语言的丧失( Sharwood－Smith ＆ Kellerman，1986: 1) 等。常见的
是，初级汉语学习者的发音、语法多受到尼泊尔语或英语的影响，这是个体多语者开始学新语言时
的普遍现象。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 L2) 时，受到母语( L1) 的影响是必然的，同样，学习第三种语言
( L3) 也将受到母语( L1) 和第二语言( L2) 的影响( Dewaele，1998; Cenoz，2001; Ｒingbom，2001; De
Angelis ＆ Selinker，2001; Hammarberg，2001; Cenoz，Hufeisen ＆ Jessner，2001，2003 等) 。然而尼
泊尔中小学在汉语教学中关注英语( L2) 对汉语的影响而忽略尼语( L1) 的影响。如果教师不了解
学习者的多语能力，教学中就难以发掘其学习潜力。
三、个体多语运用能力提供的可供性
如何发挥个体学习者先前所学语言对目的语的“正迁移”作用? 我们发现，Gibson 在 The Eco-
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中率先提出了“可供性( Affordance) ”概念，“环境的可供性是指
环境可提供给动物的，有利的或者有害的信息”( Gibson，1979: 127) 。如:一块地表面属性( 水平而
不倾斜、平整而不凹凸、延伸、坚硬等) 提供动物站上去( stand－on－able) 、可以提供动物保持竖直姿
势并在其上行走 ( walk －on －able ) 、也能提供动物在其上跑动 ( run －over －able ) 的信息等。Kano
( 2009) 在 Gibson的“可供性”的定义中区分收到允许行动的信息称为“积极性的可供性”( Positive
Affordance) ，威胁行动的信息则称为“消极性的可供性”( Negative Affordance) 。Chemero( 2003) 和
Cesari等( 2003) 也提出“可供性—Ф( 环境的特征，动物的能力) ”。环境的特征与动物的能力相关
联，从而构成可供性。吴炳章( 2013) 举了一个较为通俗的例子，葡萄是一种富含营养素的水果，其
功能是提供人食用，提供营养，其可供性是“可食用”。但葡萄的可供性不限制于“可食用”，它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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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吃，其颜色、形状、味道等方面的可供性可以实现多种可能。Norman( 1988) 在 The Psychology of
Everyday things提到，可供性是物体被感知的或者真实的属性，能够决定物品的基本使用。Van Lier
( 2004: 91) 认为“可供性”可能是关系、可能性、机会、立即性和互动性。Good( 2007) 认为人类感知
的可供性是由他所在的社会文化建构出来的。Owen( 2009) 认为可供性是有价值、含义和意义的，
而 Heft( 2007) 定义可供性为个人感知到的对象、事件和地点的功能意义( 转引自 Aronin ＆ Single-
ton，2010: 115) ，所以 Aronin ＆ Singleton( 2012) 把可供性称为“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动态互动相互关
系。”Tella和 Harjanne ( 2007) 利用比喻解释，“可供性是独特的语言，每个行动者对其理解程度都
不一样，有人懂得多，有人懂得少，有人可能完全不懂。”Singletone ＆ Aronin( 2007) 认为在多语学习
过程中具备多语能力的学习者学习效果优于单语者，为此他们倾向于利用多语的可供性学习新语
言。Aronin ＆ Singleton( 2010: 116) 强调，可供性表现为可触摸的( Tangible) 或非可触摸的( Intangi-
ble) 形式，这直接关系到语言学习者成功与否。Aronin ＆ Singleton( 2012: 316) 表示学习者为了学
习语言，通过不同信息渠道感知学习可供性，比如目的语作为母语者、文化、目的语的接触、适当使
用目的语环境等。Van Lier( 2000) 用可供性来代替语言输入，并认为学习者接收语言信息的环境
即为学习的可供性。如果学习者感知不到可供性、学习将会变得非常困难。
通过以上关于“可供性”的阐述，我们发现单纯的“迁移”关注已不能满足探索多语学习者的
跨语言学习全貌，需要深入研究“迁移”本身及其影响因素，也即下文将要提到的“可迁移性( Trans-
ferability) ”。Van Lier( 2000，2004) ; Singletone ＆ Aronin( 2007) ; Aronin ＆ Singleton( 2010) ; Aronin
＆ Singleton( 2012) 等认为，语言作为文化产品，对人类存在一定的可供性。可供性是环境中人所感
知到的信息，而感知到的信息又与人的能力及环境特征有关。在这里，人的能力可以包括个体的体
质能力、经验、生活背景、思维方式、价值观等，这些均能提升人类的感知能力。具备一种语言能力
的人在学习第二种语言时，L1会对 L2产生影响，同样当学习第三种语言时，L1 和 L2 将共同产生
对新一学习语言的影响( Dewaele，1998; Grosjean，1995、2001; Cenoz，2001; Ｒingbom，2001、2007;
De Angelis ＆ Selinker，2001; Hammarberg，2001; Cenoz，Hufeisen ＆ Jessner，2001、2003; De Angelis，
2007; Jarvis ＆ Pavenko，2008等) ，这种影响我们称之为跨语言影响( CLI) 。
Jarvis ＆ Pavenko( 2008) 认为跨语言影响存在“可迁移性”，它有迁移相关内容的可能性( Jarvis
＆ Pavenko，2008;顾伟勤等，2011) 。Gibson( 1979) ，Kano( 2009) 认为“verb+able”本身即表现为可
供性，且 Kordt( 2016) 认为具备多种语言知识、学习经验和技术的多语者在学习环境中易感知到
“可学习”“可理解”“可迁移”“可互动”“可探索”“可处理”“可集成”“可推论”“可阅读”“可玩”
“可沟通”和“可应用的潜力”等方面的可供性。由此语言的“可迁移性”也是学习者从个人已经掌
握的语言中感知到的可供性之一，且影响因素为:
表 1 语言间“可迁移性”( Transferability)因素
( 顾伟勤等，2011; Jarvis ＆Pavenko，2008; De Angelis，2007; Ｒingbom，2007)
1 语言与心理因素
a) 跨语言相似性( 语言距离)
b) 语言习得与使用领
c) 语言流利度，学习近况与显著语言
d) 明显与典型
e) 语境
2 认知、注意力及发展性因素
a) 认知度水平
b) 语言习得的发展性、普遍性进程
c) 认知语言学习能力
d) 语言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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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已有语言知识相关的因素
a) 年龄
b) 时长，流利度及语言接触度
c) 间断时长
d) 语言水平
e) 语言习得的顺序和已经习得语言的数量
4 与学习环境相关的因素
5 与语言使用有关的因素
Kano( 2009) 所提出的“积极可供性”( Positive Affordance) 与“消极可供性”( Negative Affor-
dance) ，使我们易于理解语言间因特征的异同而产生的亲密感和疏离感。如对具备英语知识的汉
语学习者而言，使用拼音可提供“积极性的可供性”; 对日本学生而言，汉字会提供“积极性的可供
性”，但对英语学习者而言，则是“消极可供性”。由此，二语( 多语) 习得中受原有语言知识可供性
的影响将引发学习者产生正迁移( Positive Transfer) 或负迁移( Negative Transfer) 。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一门新语言的学习需要感知环境中无所不在的学习可供性。其可供性既
可以来自学习者的社会生活环境、文化背景环境，也可以是已有知识、经验、思维方式等。那么教师
的主要任务则是创设利于发挥学习者能力及创造适合学习者的学习环境等，进而帮助学习者通过
已学过( 习得) 语言的显式( explicit) 或者隐式( implicit) 知识来掌握新的语言知识。换句话说，教师
可以凸显学习者语言学习的可供性，这种可供性可以是学习者的特征、语言特征，甚至是发挥学生
能力的语言知识等。下文将以“是”字及“是”句型的学习为例，展示尼泊尔学生在多语背景下语言
可供性的具体体现。
四、“是”字汉语特征的跨语言影响及学习可供性
初级汉语学习者多接触并学习汉语高频词汇。“是”的使用频率高，运用范围广，据 BCC统计，
其使用可达至 12703026条。由于“是”在其他语言中的位置及用法与汉语不同，中小学的初级学
习者很容易感到困惑，词汇积累易受阻碍。
( 一) 语音影响
尼泊尔语的发音系统跟英语及汉语都不同，即不存在“是”的舌尖后、清、擦音“sh”，所以张宝
( 2016) 提出“sh”是尼泊尔汉语学习者最难发的几个音之一，学习者常使用尼泊尔语中存在的舌尖中、
清、擦音“; ”代替“sh”。何晓娟( 2015) 在尼泊尔听辨测试 YCT考试发现 75%的初级( YCT一级) 、54%
的中级( YCT二级) 及 50%的高级( YCT 三级) 汉语学习者把“sh”听为‘s’、‘c’、‘x’和‘z’。同样，
“sh”的发音中 13%的初级、25%的中级和 38%的高级学习者在 YCT考试中存在产生偏误。
一些学者在研究尼泊尔中小学生“是”的发音时指出，学习者常受尼泊尔语的影响而发不出标
准的“shi”，这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尼语中“; ”可供性的影响。当然，尼泊尔学习者学习英语“sh”也
易受到尼语的可供性影响而产生一系列问题。但总体说来，拼音更倾向于提供给学习者“积极可
供性”，汉字由于其复杂性则易提供“消极可供性”
( 二) 文字影响
初级汉语学习者大都先接触汉语拼音，很多专家认为拉丁语字母利于外国学习者。其实，这并
不完全适用于尼泊尔学习者，因为他们将面对三种不同的文字。尼泊尔文为天城文( Devanagari
Script) ，天城文的文字表音，且形式独特。该文字以辅音字母为中心，在辅音字母的上、下、前或者
后加上表示元音的符号。尼泊尔文至少由一对声韵母结合而成，每个词再由字上面的横线连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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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与其他的文字系统不同，天城文的韵母一般挂在声母周围( 上、下、左、右都能出现) ，且每个声
韵母组成的词都表达一定的意义。尼泊尔语的声母和韵母都是固定的语音，一般情况下都不变。
如果说汉字与天城文字的相似点，那么它们唯一的相同点就是类似于图画。
汉语里声韵相合组成一个音节，对应的字既有独特的字形也有意义，所以“语素—音节文字”
的汉字与其他语言不同。其中，很难将“是”进行形、音或义的归类，因为“是( shi) ”有较多的同音
字，如市、式、事、世等，同样“是”的意义跟字形也无直接联系。
拼音来自于拉丁字母，是学习汉语的拐杖。虽然拼音方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汉语学习的难
度，但拼音本身并不反映汉语的特征。尼泊尔学生在学习“是”的时候使用拼音，实质上强调了对
英语的依赖，将其视为英语进行学习。中小学生一般读“shi”的时候直接读成英语单词“shift”
“ship”“shiver”等中的“shi”。
学习者写文字，也能体现英语的可供性，表现为学生认为拼音比汉字容易得多。但是对教学而
言，认识汉字比拼音有效，因为通过拼音学习汉语时学习者并不能真正体验到汉语学习。
( 三) 语序影响
语序分类是根据语言中主语( S) 、谓语动词( V) 和宾语( O) 的位置关系而进行的语言分类。一
般语言分类为 6种语序: SVO、SOV、VSO、OSV、VOS、OVS。其中，SVO 和 SOV 语序的语言占 90%。
尼泊尔语属于 SOV 语序结构，汉语和英语属于 SVO 语序结构。语序的不同导致“是”作为动词时
在句子中的位置也不同。汉语及英语中“是”的位置跟主语一起出现，但在尼语中则位于宾语后
面，出现在句尾。
汉语: S V O 我 是 学生
英语: S V O I am student．
尼语: S O V
就语序而言，汉语与尼泊尔语完全不同，学习者很容易出现偏误。但是英语与汉语的语序较为
一致，所以建议初级学习者通过英语语序来理解汉语句法，因为英语的语序比尼泊尔语更能提供学
习的“积极可供性”。
( 四) “是”的语法特征
作为动词的“是”，在汉语中的句型大致分为“主+是+名”、“主+是+动 /形”、“主+是+…的”等
九种。周洪波《表判断“是”字句语义类型》( 1992) 中将“是”字句分为四种类型，它们分别是: 认
同、归类、描写和说明。
1．认同
主语( S) 和宾语( O) 相同一的“S是 O”，称为“认同”型“是”字句。
i． 他是海外教育学院的院长。 ii． 她是尼泊尔的总统。
2．归类
S属于 O类( Class) 的“S是 O”，称为“归类”型“是”字句。
i． 我是学生。 ii． 我爸爸是医生。 iii． 他是个盲人。
3．描写
O描写 S特征的“S是 O”，称之为“描写”型“是”字句。
i． 他的哥哥是个厚道人。 ii． 她恰恰是喜欢人家说她年轻的人。
4．说明
O说明 S内部关系的“S是 O”，称为“说明”型“是”字句。
i． 他们是多年的师兄弟。 ii． 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大马( 2015) 《尼泊尔学生初级阶段习得动词性“是”字句偏误分析》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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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是”字句的五类的语法形式:
表 2 “是”的不同类型
类型 “是”表示于 汉语 英语 尼语
1 等同关系 我的名字是小明 My name is Xiao Ming．
2 质料或特征 这张桌子是木头的 This is wooden table．
3 说明或归类 我是尼泊尔人 I am Nepali．
4 存在 桌子上是苹果 Apple is on the table．
5 领属或属性 这本书是我的 This is my book．
事实上，以汉语的语序来理解“是”字句更易于汉语的学习，用尼泊尔语则更加复杂。原因一，
尼语“是”的位置跟汉语不同;原因二，尼语的“是”随主体的性别、数量、社会地位或者身份、发生的
时间的改变而变。比如:
表 3 中英尼语中“是”的用法上的区别
排列 尼语 汉语 英语
N1． 他是尼泊尔的总理 He is the Prime minister of Nepal．
N2． 我是学生 I am a student．
N3． 他是个盲人 He is a blind person．
N4． 她恰恰是喜欢人家说她年轻的
人
She is the one who likes people to
say that she is young．
N5． 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
The army and we，citizens are a
family．
上述尼泊尔语的“是”字句中 和 都代表“是”，也能理解为
汉语的认同、归类、描写与说明，“是”字句在尼泊尔语中属于是“认同”型。
尼泊尔语“是”随性、体等的变化而变化。如，N1、N3 和 N4 的“是”搭配第三人称代词他 /她，
但是他( 她) 的性别不同、地位不同，尼语的表达方式也就不同。再如，N1 的身份是国家总理，那么
“是”由于表示尊重而变成“ ”( /hunuhuncha / ) ; N3 和 N4 的社会地位虽相同，但性别不同，所
以 N3搭配的“是”变为“ ”( /ho / ) ，N4搭配的“是”则变为“ ”( /hun / ) 。由于人称关系，N2 后
的“是”变为“ ”( /hu: / ) ; N5 的“是”变为“ ”( /hou: / ) 。同时，不同时间阶段出现的“是”在尼
语也表达不同的“是”。比如:
表 4 中英尼语中根据时间阶段“是”的不同
排列 尼语 汉语 英语
N6． 她曾经是个学生
，但现在是个老
师
Before she was a student，but re-
cently she is a teacher．
在尼语中过去、现在和将来通过曲折变化，即动词( 后缀) 的变化来实现，然而汉语中的动词没
有曲折变化。尼泊尔语的“是”随主体的性别、数量、社会地位或者身份、发生时间的改变而改变，
且“是”一般出现在句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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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中“是”作为“be verb”包括 is、am、was、are、were，且随时间及主体数量的变化而变化。
N1、N3和 N4为主语时，“是”为“is”，但在 N2，变成“am”，在 N5，则变成“are”。从上述例子中，进
一步证明了英语中“是”的动态变化性。虽然尼语和汉语中应用“是”的目的是相同的，但是尼泊尔
的汉语初级者不易理解它们的相同点。所以，如果教师要教尼泊尔初级汉语学生“是”作为动词的
用法，建议借用与汉语语序相同的英语知识的可供性，而非直接利用尼语“是”的概念来教授学生。
5．确认
汉语、尼语与英语三者间有一定的联系。“是”作为表示确认的词汇，用法与英语不同，但是跟
尼语接近。汉语中“是不是”、“是的”在英语中一般不能单独用“be verb”代替，但在尼语中“ ”( /
ho / ) 作为“是”能代替。比如:
表 5 中英尼语中确认是“是”的用法
排列 尼语 汉语 英语
N7． 是不是 Isn’t it? ［Yes or No!］
“是不是”是询问对方话题是否正确或者确认是否正确的正反疑问形式，回答时直接为“是”或
者“不是”。使用英语知识解释“是”比较简单，但是解释“是不是”就没那么容易，因为英语中“be
verb( n’t) + 代词 /名词 + ……… ?”表示汉语的“是不是”，并不会用“yes or no!”代替“是不是”。
然而，汉语中的“是”、“是的”和“不是”一般都是针对“是不是”的疑问进行回答。“是不是”在尼语
中为“ ”( /ho / /ki / /hoina / ) ，尼语中的“ ”( /hoina / ) 是“不是”的意思，所以“是不
是”的尼语回答与汉语一致。参见下表。
表 6 中英尼语中的“是不是”
排列 尼语 汉语 英语
N8． 你昨天是不是哭了 Didn’t you cry yesterday?
回复 不是 No．
N9． 我是不是提前跟你说过 Didn’t I tell you in prior?
回复 是的，但是我没注意 Yes，but I did not pay attention．
N10． 他是不是我们的客人 Aren’t they our guest?
回复 不是吧 Maybe not．
英语中“是”和“不是”可直接译为“Yes”和“No”，不能直接替换句子中的“是”与“不是”。尼
语的“是”不论在在句子中，还是单独使用都一样为“ ”，与汉语表达一致。
6．疑问
汉语中经常使用“是吗?”来质疑接受的信息是否确定，肯定的回答为“是的”，否认的回答为
“不是”。汉语中的语气词“吗”在英语中无法译出，但是尼语中却存在与“是吗?”以及“是的”相似
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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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中英尼语中“是吗”的用法
排列 汉语 尼语 英语
N11． 是吗 Is it?
回复 是的 Yes，it is．
汉语口语中经常听到中国人用“是吗?”来询问信息是否正确。如果教师已经掌握尼语的知
识、他可以使用尼语的用法来解释“是吗?”的含义及用法。但是，如果教师只具备相关的英语知
识，那么他无法让学生很清楚地理解此用法。尼泊尔的汉语教师一般不具备三语能力，所以很难自
由地在英语、尼泊尔语中切换，以达到能对学习者已有语言知识可供性引导的要求。
以上，我们总结了“是”在不同情况下与英语或尼语所产生的联系。根据学习者易理解原有语
言知识与新学之间相似知识的原则，我们应注意发展学习者原有语言知识对新语言可供性并借此
来提高对语言的认知能力。
五、尼泊尔中小学中“是”的教学
下图为学生在课堂中接触到的“是”的用法实例。图二为问卷中与英文“是”有关句子的翻译;
图三为学生的答题试卷;图四和图五为学生关于“是”的学习笔记与练习。图六为尼泊尔学生为了
理解方便，将书上的汉语句子译成英语。
图二 考试问卷中“是”的用法 图三 学生的答题卷
图四 学生练习“是”字中中英翻译 图五 学生练习“是”字中英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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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学生自己把书上的汉语句子翻译成英语
表 8为尼泊尔中小学汉语教学常用教材《汉语乐园》和《快乐汉语》中“是”的用法:
表 8 尼语版汉语教材中存在的“是”字用法
《快乐汉语》
课程 课目 句子 类型
第二课 你叫什么
你是哪国人
我是中国人
认同
第四课 爸爸、妈妈
这是我爸爸
那是我妈妈
认同
第十六课 他是医生
他是不是画家
他是画家
妈妈不是医生
归类
第二十二课 这是火车站
这是火车站
那是飞机场
归类
《汉语乐园》
第七课 他是谁
他是谁
他是爸爸
她是谁
她是妈妈
认同
第八课 我的房间
这是桌子
那是椅子
归类
从尼泊尔中小学生所接触的“是”字汉语教学来看，教师明显忽视了学习者已学过的语言知
识，仅通过背诵或翻译的方式进行教学，教学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另外，教材中也没有重视“是”
的用法，仅机械替换操练句子中的主体与客体;教材强调描写、介绍性的句子，注重培养学生表达的
流利性，忽略了“语言不仅仅是描述性的自我介绍，更是真实性的语境交流”。
通过以上对教材及课堂练习的研究，我们发现尼泊尔中小学汉语教学重视描述性语言，且教学
模式为传统的“行为主义教学模式”;培养目标侧重于学生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自我介绍，教学方
法较为机械固定;拼音教学忽视了学习者本身所掌握语言对汉语的影响及汉字的特点等。由于
“是”在不同语言中的用法不同，学习者的 L1和 L2对 L3的跨语言影响显得尤为重要，更能凸显出
学习的可供性价值。用 Van Lier( 2000，2004) 的话来说，学习者无法感知到学习的可供性就等于
他没有在学习。对于教师而言，这将导致一种错误的认识，学习者在 L3 中产生的偏误与 L1 和 L2
的迁移内容难以关联。学习者不能有效利用已学语言的可供性，教师发现不了学生多语背景的语
言学习优势，势会必降低汉语的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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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论
针对尼泊尔中小学生普遍具备多语学习背景的情况，我们发现，此类汉语学习者在学习动词
“是”及其相关语言知识时，受到了语音、语序、字本身等都跨语言间可供性的影响，充分印证了多
语间“可迁移性”的可供能力，值得我们对这一现象深入探究。只有充分认识多语间的可供性，才
能敏锐地意识到并能有效地利用汉语中动词“是”与英语中“be verb”的相似点，弱化与尼语间词序
的不同，甚至用法间的不同，为尼泊尔的汉语教学提供崭新的思路和方法。
可供性渗透于语言学习的方方面面，尤其在学习者具备多语学习条件和能力的情况下，跨语言
间的影响更为突出。VanLier( 2000，2004) 强调语言学习需要学习可供性的感知。可供性不仅指
Gibson( 1979) 所说的表层、直接感知( 语言结构、特征等) ，而且指 Norman ( 1988) ; Coatall( 1995) ;
Good( 2007) ; Heft( 2007) ; Owen( 2009) ; Singletone ＆ Aronin( 2007) ; Aronin ＆ Singleton( 2010; 2012)
等提出的深层、间接感知( 文化、价值观等) 。本文通过分析学生多语能力下“是”的语法特征，进一
步证明了跨语言影响的可供性。据此，第一，我们应当重视可供性在多语学习者语言学习中的价值
及作用;第二，教师需深入了解学习者直接和间接感知到的可供性，尤其注意“可迁移性”的可供性
价值;第三，教师需深度关注学生本身所具备的语言学习能力，并掌握学生所学语言的特点，结合两
者进行可供性分析，进而凸显多语间的正迁移。尼泊尔的多语教学环境有利于汉语教师对学习者
的原有语言知识、文化、思维方式和汉语特点进行深入了解，并对汉语学习者提供更多的学习可供
性，进而将极大地拓展汉语教学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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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hinese Learners’Cross－Linguistic Affordance in
Nepalese Primary－Secondary School
———Taking the Ｒepresentative Word“shi”( 是) as an Example
Ｒajiv Ｒanjit ＆ SHI Xiaoluo
( Overseas Education Collage，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102 China;
Xiamen Gaodian Central Primary School，Xiamen 361009 China)
Abstract: TCFL in Nepal is unable to boost the prior language knowledge of the junior students，instead
the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 CFL) is regarded as the“Error”． Due to lack of the learner’s prior lan-
guage knowledge，teachers ignore the language learning potential that they possess，and caused destruc-
tion of perceivable learning affordance． The study tries to explore the learning affordance of“shi”( 是) in
Nepalese Junior school of Chinese( L3) learners，who could perceive from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s
in knowledge of previously learned Nepali( L1) and English ( L2) ，as well its importance for the learners
to acquire the L3 easily． Finally，the study attempts to push forward the importance of Affordance in TC-
FL as“Transferability”of knowledge from the previously learned languages that could s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s in learning L3，and improve their self－learning ability．
Key words: Teaching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 ( TCFL) ;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 CLI) ; affor-
dance; transfer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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